多重制度逻辑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合法性机制

李宏贵1,2，谢  蕊1

（1.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2.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有着二元性，即可以同时促进和抑制技术创新行为的产生，因此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嵌入式代理理论认为行为者能够对社会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从而改变其所处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安排。为解决在多重制度影响下企业如何通过制度来解决技术创新合法性的困境，从微观制度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分析组织所处制度环境中的市场逻辑、专业逻辑、合作逻辑、社区逻辑、管制机构逻辑和家族逻辑，发现其分别对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有着不同的影响和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多重制度逻辑下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的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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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is ambidextrous for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can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e and restrain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Thus, it is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s to arrange their institutio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ropriately. Embedded agency theory holds that actors can produce an active reaction, and change the arrangement of their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how enterprises pull through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dilemma in a pluralist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y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From the micr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dopt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found market logic, profession logic, corporation logic, community logic, regulation institution logic and family logic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enterprise, and respective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enterprise. Finall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gitimacy under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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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如何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也是企业在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当今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难以获得竞争力，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因此，创新的研究对当代企业和社会来说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然而，企业若想成功实现与实施技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并非一件易事。

制度理论认为，社会和经济活动被广泛存在的规制的、规范的和文化认知方面的制度所支配、驱使和约束，进而创造社会的稳定性和相似性[1]，而技术创新行为却违反了现有的实践活动，抵触到既有制度，由此可见，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制度为了维持稳定性和相似性，将既有企业中的创新者的行为约束在既有制度逻辑和结构的合法范围之内，进而抑制创新行为的发生[2]，使创新变得不合法。既有企业处于一个微观的制度环境当中，它的技术创新行为同样受到了它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约束。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存在着诸多的抑制与约束，然而技术创新在企业中却不断发生着。Dijk等[3]引入微观制度可供性的概念来解释微观制度环境中创新合法性的获取这一难题，将微观制度可供性定义为组织中行为者在应对制度压力的战略行为中可能利用的制度逻辑和结构的条件。Gibson[4]认为可供性是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这些制度元素之间的结构属性，它能够使行为变得可能；然而，它只是对特定制度下的特定行为产生效用，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利用制度的可供性来解决技术创新合法性危机。那么，企业如何通过现有制度来获取技术创新合法性呢？近年来，研究者对于制度逻辑和合法性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某一种逻辑视角或两种具有内在冲突的逻辑视角出发来研究合法性问题，忽视了制度逻辑的多重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本文引入了Goodrick等[5]374提出的“逻辑群”的概念，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机制问题。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出发，以企业所处的微观制度环境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制度逻辑对技术创新合法性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命题，并据此构建出技术创新合法性机制，以期为企业克服技术创新合法性“门槛”有所启示。

2 文献回顾

2.1多重制度逻辑

个体和组织行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社会情境同样也只能通过个体和组织行为来理解，而制度正是连接社会和组织、个体之间的桥梁[6]232。任何影响较大的制度主体都有一个核心逻辑，即制度逻辑[7]145，它既构成了组织和社会的原则，又能够被组织和个体设计。制度逻辑是能够反映行为者行为的价值观和信仰，它们与一系列的物质实践和象征结构有关，驱动和约束着社会行为者的行为并塑造行为，因为它们代表着对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期望[5]373。

Thornton等[7]147认为制度环境既管控行为，同时又为代理和改变提供机会；Giddens[8]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结构对行为的二元性”。由此可以看出，制度抑制着组织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使技术创新行为变得不合法的同时又可以为技术创新行为者所用，以解决技术创新的合法化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制度学者开始关注制度逻辑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从单一制度逻辑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这种视角忽视了行为者的最终行为是同一制度场域中不同制度逻辑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这一事实，使得研究成果较为片面。

然而，Goodrick等[5]403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制度逻辑的研究，他们提出了“逻辑群”的概念，用以说明一个制度场域中的多重制度安排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逻辑之间不仅有矛盾关系，还有依存关系，矛盾关系代表着加强一种逻辑必然会导致另一种逻辑的减弱，而依存关系代表可替代的逻辑能够联合影响实践，且加强一种逻辑可能会造成另一种逻辑的加强。这些研究说明在某一个制度场域中，并不一定是单一主导逻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多种逻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现有逻辑，行为者的行为也是这些逻辑共同作用的综合产物。并且，Jay[9]认为正是这种多重制度逻辑，使得组织更加长久和富有技术创新力。

2.2多重制度逻辑内容

Friedland等[6]232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市场、官僚政府、民主、核心家庭和宗教，且这5个制度主体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进而造成个体和组织处于多重逻辑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主体，Friedland等[6]259将多重制度逻辑具体分为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家族逻辑和宗教逻辑。Thornton等[7]171在Friedland等的基础上归纳了7个方面主要的制度逻辑：政府、市场、合作、社区、专业、家族、宗教。

尽管家族逻辑和宗教逻辑不属于经济范畴，但仍会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成果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虽然Friedland等以及Thornton等将家族逻辑确认为制度场域结构形成因素之一，但是早期有关它的研究却仅限于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忽视了家族逻辑对更大范围组织行为的影响。而Fairelough等[10]385的研究表明，由于家族逻辑遗产的影响，虽然家族逻辑在家族企业中得到典型的表达，但是它的影响施加到了更广泛的组织中，甚至是在家族企业消失很久以后。与之相反，Waldorff等[11]108则认为，家族逻辑和宗教逻辑相比，政府、市场、合作、社区、专业等5种逻辑对组织的影响更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注重集体主义和家族观念的国家，儒家思想备受我国企业家的推崇与传承，其中“利他”、“仁者爱人”等思想内涵与家族逻辑不谋而合；而另一方面，2012年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负责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结果显示，我国只有10%的人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有67%信仰佛教[12]，可见我国的宗教信仰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受到家族逻辑的影响较大，而受到宗教逻辑的影响较小，将不作考虑。

此外，政府逻辑对企业主要起到的是管制作用，但是能够管制企业行为的不仅仅只有政府，所以只研究政府逻辑会有一定的片面性。Zimmerman等[13]418认为企业所处环境中影响较大的管制主体包括政府、证书授权协会、专业团体，甚至还有影响力较大的组织。企业的行为同时受到了这些不同管制主体的逻辑约束，因此，本文将其统称为管制机构逻辑。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中国企业所处的普遍制度环境，本文在微观制度层面上，着重从家族逻辑、社区逻辑、市场逻辑、专业逻辑、合作逻辑和管制机构逻辑这6个方面的逻辑视角来分析技术创新的合法性机制。

2.3技术创新合法性

合法性构成了组织权力的来源和基础[14]，组织某求合法性是一个正当化其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过程。Parsons[15]从价值观的角度提出，具有合法性的企业，其价值观应与社会普遍价值观相一致。而对于合法性的定义，受到普遍认同的是Suchman[16]的观点，即认为合法性是行为者在一定的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组成的社会系统中，表现得令人满意、合适和恰当的一种普遍的感知与命题。合法性通常划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3种[17]，因此可将技术创新合法性定义为企业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与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中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方面制度元素的一致性。本文将从技术创新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这3个层面对技术创新合法性进行研究。

2.4制度逻辑视角下技术创新合法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地引进与传播，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更优的内在性能和经济优势。然而这一观点默认了只要是本质上更好的技术创新,就一定能够获得公众认可的命题前提，忽视了一项新技术的引进必须面临的新进入“门槛”，而造成新进入“门槛”的主要原因就是合法性约束。因此，决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在于合法性的高低。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合法性的获取是每个企业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的获取，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Zimmerman等[13]421-422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合法性各要素对企业合法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合法性获取的两个主要途径，一是改变组织自身，如组织结构、管理团队等方面，二是改变组织所处环境或该环境中的其他组织，如为了改变政策而使用宣传和游说的战略，但他们只是为其他学者提供了研究方向，并未提出具体的合法化战略。基于Zimmerman和Zeitz的观点，大致可以将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分为两派，即制度学派和战略学派。

制度学派主张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改变组织自身以获得合法性，如利用同构化的作用模仿现有制度下成熟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管理方式等。Deephouse[18]提出组织同构化能够提高监管机构和公众的认可度，从而提高企业的合法性，并验证了监管机构和媒体在企业通过同构化战略获取合法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宋铁波等[19]认为企业通常处于多重制度压力之下，由于制度逻辑之间矛盾关系的存在，单纯顺应某一种制度逻辑势必会引起其他制度逻辑的抵制，企业若想克服这种状况的发生，就需要根据自身对某种制度压力的抵制动机和抵制能力的强弱，有倾向性地采取顺从和抵制战略。

战略学派则认为缺乏合法性的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某些战略行动，使其能够适应甚至改变现有制度环境，进而实现合法化[20]。国内学者杨玉红等[21]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出3种合法性获取策略，包括迎合策略、环境选择策略和操纵策略，并说明了操纵性合法化策略在企业创立初期的重要性。曾楚宏等[22]认为企业合法性的获取，既可以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实现，如组织结构重组，还可以通过环境的改变来实现，如广告和公关，并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成熟度和企业自身技术的熟练程度，将企业合法性获取战略划分为4种：遵从环境、选择环境、创造环境和控制环境。Hargadon等[23]则认为技术创新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种“稳健的设计”策略，利用现有制度来表达技术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保留一定制度的调整空间，逐步地实现技术创新合法性。

本文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合法性机制是指企业通过特定的管理活动，使技术创新得以合法化的制度性安排，更倾向于依靠制度的改变来解决技术创新合法性问题。

3  多重制度逻辑下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框架与命题
3.1 理论框架

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中各种制度逻辑的强度不同，对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产生的综合影响效应也会有所差异。在分析不同制度逻辑指导下的主要企业行为对技术创新合法性不同影响的基础上，据此对制度逻辑进行合理的安排，进而构建出技术创新合法性机制。本文依照前文的论述，将技术创新合法性划分为技术创新的规范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3个维度；同时，通过文献回顾与归纳，并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多重制度逻辑细分为家族、社区、专业、市场、合作和管制机构这6个方面的制度逻辑，进而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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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创新合法性影响理论框架

3.2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影响的理论命题

3.2.1市场逻辑与技术创新合法性

    虽然市场并不是文化范畴的一部分，却是由文化和社会结构直接塑造的，它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工作网络，也包括权利、地位和统治的结构[24]。即使是在公共服务系统，或者是远离自由市场的国家中，行为者也依然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而中国当前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市场逻辑在中国企业制度环境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Reay等[25]在医疗专业逻辑与市场逻辑这对具有内在矛盾的逻辑视角下，通过研究加拿大健康护理系统的改革进程，发现这对相互矛盾的逻辑在护理系统改革的创新合法化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并共同影响着企业目标和使命的制定。市场逻辑使得企业行为者在制定目标时更加倚重利润的获取、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风险的容忍度[26]，这与企业在社区逻辑主导下采取的保守战略行为恰好相反。

然而，制度理论认为，理性是商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所以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企业的技术创新计划必定是经过理性考量的。因此从技术创新成果本身来看，利润最大化原则一方面驱使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具有更高的创新积极性和冒险精神，更可能在不能完全保证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合法性较低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对经济的理性会使企业充分衡量利得，不轻易实施没有把握的技术创新。可见利益最大化对技术创新合法性的影响是双重的，只有避免对经济的一味追求，理性创新，才能保证技术创新的合法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1。

命题1：利益最大化原则对技术创新合法性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其正负效应受到企业创新决策者经济理性程度的影响，创新决策者越理性，则合法性程度就越高。

竞争者导向是市场逻辑主导的另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涉及所有搜集和传播竞争者信息的活动。采取竞争者导向战略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动向，以获取胜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为目的。Carroll等[45]认为竞争者导向战略有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和长久的发展，且竞争者导向程度差异也会造成合法性程度的差异。杜运周等[2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竞争者导向与组织合法性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低度竞争者导向或高度竞争者导向相较于中度竞争者导向而言，使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组织合法性，并提出为了获取合法性，企业可以充分地隐藏或展现竞争优势。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2。

命题2：低度或高度竞争者导向战略与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呈正相关。

3.2.2专业逻辑与技术创新合法性


专业逻辑是一种基于专业的理性逻辑，它通常与创新行为者所具有的与创新领域相关专业的受教育水平和经验有关，且专业水平越高的行为者，其受到专业逻辑的影响就越大。

Waldorff[28]在对丹麦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健康护理系统改革过程的研究中发现，组织的专业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影响，并且这种专业能力进而影响到了组织结构和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因此，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专业逻辑对待技术创新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组织的发展方向。专业逻辑也主要是通过高管和技术创新团队来影响创新合法性的。

Thornton等[7]55研究发现，组织管理者参与贸易和专业协会越频繁，组织就越可能或者就会更像场域中的其他组织。换言之，就是一个场域中的专业化范围越大，组织出现同构化的程度就越大。同构化效应不仅有利于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交易的进行，更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在专业领域内得到认同，并促进专业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规范合法性的获得，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外，Zimmerman等[13]420认为，高管团队的组成是认知合法性的来源之一，高管团队代表了一个公司的经济潜力，他们的形象代表整个企业，专业水平较高的高管团队也更易于获得认知合法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3。

命题3：高管的专业化水平与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呈正相关。

3.2.3合作逻辑与技术创新合法性

合作逻辑较强的企业会积极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包括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内部的合作，如创建临时任务小组，一方面，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组合在一起，能够解决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使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思考更为全面，优化创新，从而提高了技术创新的规范合法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4。

命题4：内部合作与技术创新规范合法性呈正相关。

企业外部的合作通常有多种形式，包括与竞争者、相关企业、顾客、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与顾客之间的合作，企业合法性的缺乏突出表现在顾客认知合法性上[29]。Shepherd等[4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顾客授权有助于企业合法性的提高。较高的顾客互动水平不仅能够促进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使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更好地符合顾客期望和需求，而且从心理学上来讲，顾客的参与还能让他们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归属感和心理所有权[30]。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5。

命题5：顾客参与与技术创新认知合法性呈正相关。

此外，Baum等[31]提出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对合法性的获取起到重要作用。战略联盟是一个或多个领域中的组织之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长期或短期的战略关系。Dacin等[32]总结了战略联盟的诸多好处，如进入新市场、新技术的获得和交流、战略革新、风险和投资共享等，并详细阐述了战略联盟对满足企业市场、关系、社会、投资和联盟这5个方面合法性需求的促进作用。苏晓华等[33]的研究也表明战略联盟能够促进企业合法性的获取，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联盟对技术合法性的影响。而kishna等[34]引入技术来源的市场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与技术合法性的概念，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战略联盟同样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合法性的提升。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形成之后，不同企业之间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得到了充分的流动和利用，不仅提高了技术创新，尤其是引进技术创新的利用效率[35]，还使得各企业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创新合法性产生累加效应，联盟后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够获得更高的合法性水平。由此可见，战略联盟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合法性之间都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6。

命题6：战略联盟与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呈正相关。

3.2.4社区逻辑与技术创新合法性

社区逻辑是建立在临近意义、社区特征和文化、内部关系和网络以及当地需要的基础上的一种逻辑形式 [36]，已经在本质上形成一定的制度秩序，并不断影响着个体和组织的认知和动机架构。Galaskiewicz[37]认为社区逻辑指导下的企业往往会考虑到自身在当地社区中的领导地位，更为注重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的实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积极进行社区参与。田志龙等[38]将社区参与定义为企业与社区内政府延伸组织、居民组织及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社会问题解决的行为和过程，并通过双案例研究发现，社区参与不仅能提高企业的社区能力，还有利于认知合法性的获得。虽然Blanco等[39]调查证明参与有争议的商业行为的企业不能有效地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获取合法性，但是制度学者认为当合法性来源不确定时，它的最大来源就是社会行为者[40]，而社区参与意味着能与当地的社区成员之间保持较高的互动水平，这些社区成员可能会包括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进而为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提供来源。此外，Waldorff等[11]122将新制度理论与行为者网络理论相结合，对组织的技术创新合法化过程中制度逻辑的调动与转化过程进行分析，也发现社区逻辑在技术创新合法化过程中的重要促进作用。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7。

命题7：社区参与与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呈正相关。

3.2.5管制机构逻辑与技术创新合法性

我国企业除了受到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管制外，还受到社会上专业团体或影响力较大的组织制约[13]122，这些管制机构为了试图将各种各样的个体情况规范化和单一化，指导或要求企业普遍遵守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规范，约束企业行为[6]236。管制机构逻辑主导的企业行为主要表现在较高的政治关联水平和遵从管制两个方面。中国企业普遍受到政治合法性的压力。Tsang[41]认为政治网络关系能够大大减轻中国企业的政治合法性压力，这也是当今企业积极与政府机构加强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企业是否应该积极加强政治关联这一问题备受争议，因为政治关联在解决企业困境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资源“诅咒效应”[42]149。虽然有学者认为主动与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互动水平对技术创新合法性起到促进作用，但是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不适宜的政治关联不仅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还浪费企业资源，容易造成企业的停足不前[42]149-150。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8。

命题8：低水平的政治关联促进技术创新的合法性，而高水平的政治关联阻碍技术创新合法性。

管制机构逻辑会让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较为注重其技术创新是否符合管制机构制定的行业规范、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严格遵从社会各方管制机构的要求，因而这类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也更容易得到管制机构和社会的认可。因此，遵从行业规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行为的发生范围，但同时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技术创新认知、规范和规制上的合法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9。

命题9：遵从管制与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呈正相关。

3.2.6 家族逻辑与技术创新合法性

本文所指的家族逻辑，并非狭义上只存在于家族成员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指广泛存在的一种家族制度衍生出的思想和情感，它的存在并不局限于家族企业。家族逻辑是“一系列与社区概念有关的文化规则和假设以及对类似家族成员无条件的忠诚”[6]244，它会使企业将所有关系转化成互惠和无条件的忠诚。Fairclough等[10]391认为受家族逻辑影响的公司主要的表现有：规模较小、反对兼并和国际化、战略规划较为保守。Miller等[43]也通过实证验证了家族逻辑较强的公司更可能会制定一个保守战略。这主要是因为家族逻辑会让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者无条件忠诚于他人，从而在制定行动方案时更多考虑的是稳定性和安全性，避免过多的变化造成企业的损失、危及到其他成员的利益。从制度逻辑的视角来看，现有的制度规则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但一定是获取与合法性相关资源的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固守陈规更可能为这些企业带来合法性资源。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10。

命题10：保守战略与技术创新的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呈正相关。

4 结论与讨论
4.1主要结论

企业是处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行动实体，它的行为必然受到环境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制度制约。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社会行为者的行为规范化、合理化，从而对不一样的行为会有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技术创新能否取得成功，首要的就是能够获得制度的“认可”，也就是获得技术创新合法性。当处于既有制度场域中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合法性时，是可以通过调整其所嵌入的多重制度逻辑具有的模式来重新获得合法性的。本文从微观制度逻辑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多重制度逻辑对技术创新合法性的影响，发现一定的家族逻辑、社区逻辑、专业逻辑和合作逻辑都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合法性的获得，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技术创新合法化。根据上面的分析，将多重制度逻辑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策略总结如下（如表1）。

表1  多重制度逻辑下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策略
	制度逻辑
	制度安排
	具体策略

	市场逻辑
	合理运用
	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理性创新，制定低度或高度竞争者导向战略

	专业逻辑
	加强
	聘用专业水平高的高管和创业团队并定期进行专业培训

	合作逻辑
	加强
	积极与顾客进行互动，制定战略联盟计划，协调企业内部的合作

	社区逻辑
	加强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社区参与

	管制机构逻辑
	合理运用
	遵从管制机构的要求，保持适度的政治网络关系

	家族逻辑
	加强
	制定长远稳定的发展计划，采取保守战略


4.1.1专业逻辑、合作逻辑、社区逻辑和家族逻辑

通过文献分析和结论总结，本文发现专业逻辑、合作逻辑、社区逻辑和家族逻辑对技术创新合法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企业可以据此对微观制度环境进行调整，有意识地加强这几种逻辑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具体的策略包括提高高管团队和创业团队的专业素质[44]、实施战略联盟、积极进行顾客互动和内部合作、采取保守战略等。

4.1.2市场逻辑和管制机构逻辑

与其他制度逻辑不同的是市场逻辑和管制机构逻辑，它们并不是单纯地促进或抑制技术创新合法性的获取，企业在实施技术创新时应灵活地安排这两个逻辑。对市场逻辑来说，提高决策者的理性能够抑制市场逻辑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还应采取低度或高度的竞争者导向策略，避免中度的竞争者导向策略。对管制机构逻辑来说，政治关联并非越强越好，企业应避免过高的政治关联，并注重管制机构制定的各项要求。

4.2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的研究采取了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企业处在一个复杂的制度环境之中，它的行为是各方制度逻辑共同影响的结果，多重逻辑视角克服了以往单一逻辑视角或两个相互矛盾的逻辑视角对企业行为分析不够全面的缺陷。其次，通过文献分析和结合实际情况，从多重制度逻辑中提取出6种影响较大的制度逻辑，即市场逻辑、专业逻辑、合作逻辑、社区逻辑、管制机构逻辑和家族逻辑。最后，具体阐述技术创新合法性的获取机制。大部分文献只是描述了合法性获取的战略方向，并未阐述具体的战略方式，本文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和技术创新合法性影响的分析提出10个命题，并据此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下技术创新的合法性机制。

4.3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未能区分具体的行业和企业经营状况。本研究是从广泛的制度环境出发，研究企业多重制度下创新合法性获取机制，并没有专注于某一具体的行业中企业的创新合法性的获取机制，忽视了不同行业之间企业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差别，未来的研究可以就某个具体行业，对技术创新合法性的获取展开研究。二是，未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命题和结论都是基于大量的文献分析和逻辑梳理，虽然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论证了它们的合理性，但是有待进一步用实证研究证明其有效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三是，只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因为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是整个社会，未来研究可以站在政府和社会的角度讨论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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